
 

 

土民、客人与乡绅：万历至乾隆的黄姚社会① 

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  麦思杰 

内容摘要： 

明清时期是府江流域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导致这一变革的关键因素为万

历府江僮乱的平定与清初客人的进入。本文以府江流域昭平县黄姚街为中心，将

该社区的构建至于区域变动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力图理解在此过程中，土民、

客人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如何透过祭祀系统的变革、祖先故事的重述确立其在

区域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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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万历以降，广西府江②流域社会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万历府江僮乱平定以

后，朝廷增设昭平县，在地方社会推行土司制度，以此逐步将地方社会整合至王

朝的权力体系中。此后，随着明帝国的衰落，土司制度随之崩溃，地方社会重新

进入到自治的状态。康熙三十年以后，清政府逐步取得了对府江流域的控制。在

此过程中，大量客人进入当地，地方社会由此发生重大变动。至乾隆中期，社会

秩序的重建大体完成，并奠定了清中叶至民国的社会格局。囿于资料所限，以往

学术界对府江流域这一历史过程并无深入细致的讨论。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昭平

县黄姚镇黄姚街进行野调查并收集到了大量碑刻文献与口述资料，其中包括数通

顺治至乾隆早期的碑刻。在整个府江流域乃至广西其他地方，在一个村落内能找

到如此丰富文献的情形并不多见。本文力图在官府文献与田野资料结合的基础

上，重构黄姚街万历初年至清中叶变革的过程，以期对府江中游社会在明清时期

的变革有一了解。 

                      一、黄姚街概况 

1. 地理及建制沿革 

黄姚街位于昭平县城东北方的姚江边上，距县城 70 公里。姚江为府江重要

支流马江的上游。明清时期，黄姚为昭平东北区两道交汇之冲，其一道由北而南

                                                        
① 本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项目“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

（编号：CUHK1/06C）资助。 
② 府江一般意义上指桂林至梧州之间的河段。 



 

 

顺姚江下马江再入府江，二道由东向西走陆路经接米岭、马鞍山达西坪，再沿思

懃江抵昭平县城。第一条路为商业通道，第二条路则是万历以后文化里、宁化里

①、招贤里、二五都赴县城缴纳赋税必经之路。黄姚见于文献，始于清代，在明

代以前，并无黄姚的相关记载。② 

黄姚街在清代隶属宁化里，宁化里北为见龙里，西为招贤里，南为文化里、

二五都。以上数里在地理空间上同属黄姚盆地，黄姚街位于盆地中央。一般认为，

黄姚盆地主要指的是宁、文、招三里。清光绪戊戌年(1898)，昭平县按照赋税的

征收将县辖范围划分了四大区，“凝化、文化、招贤三里及见龙里之五指峰门冷

水等村、上五都之凤栗洞、罗孟洞、冲表洞为关字区。”③清代以来，黄姚街一直

是整个盆地的市场中心地，区内的其它墟市如巩桥墟、界塘墟、公会墟错落分布

于黄姚四周，墟期错接有序，而黄姚街则每日为市。 

2.宗族与祭祀系统 

黄姚街由九条街道组成：中兴街（又称老街）、天然街、新兴街、鲤鱼街、

金德街、迎秀街、连理街、龙畔街、山磅街等。中兴街是黄姚最老的街道，其它

街道的设立与发展均迟于中兴街。街内的居民主要有八大姓氏：林、莫、梁、黄、

古、劳、吴、麦。除麦姓外，每姓在街内均建有宗祠（麦氏宗祠在钟山），马江

流域内同姓各支祖先牌位均放其内。莫姓、古姓支系较多，其中鼎元公支与天佑

公支另有祠堂，曰仙山公祠、天佑公祠。 

 

 

 

 

 

 

 

 

 

                                                        
① 另一称法为凝化里。 
② 时称黄窑营，参见（明）杨芳：《殿粤要纂》卷 2《昭平县图》，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32 页。 
③ 民国《昭平县志》卷三，《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85 页。 



 

 

黄姚街社区示意图 

﹤——南                                           北——﹥ 

 

 

黄姚街的祭祀系统主要包括一观、五祠。一观为宝珠观，内祀如来、观音、

北帝①。宝珠观为黄姚街内地位最高的宗教场所，其自万历创建以来数次重修皆

由官府与黄姚的乡绅联合倡修。观内存有二十多通乾隆早年至民国时期的碑刻，

其内容既有宝珠观的历次重修、乡民向观捐赠田产，也涉及到地方乡绅与官员联

合倡修黄姚街往县城道路。碑刻涉及的内容清楚显示了宝珠观在整个黄姚盆地内

的地位。观内现存最早的碑文为乾隆十三年的《重修宝珠观碑》、乾隆三十年的

古培修建码头捐款碑以及乾隆五十五年的莫家成捐款修路碑（内容在下文抄录分

析）。宝珠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直由僧人打理主持，彼时观内有许多的

佛教仪式与活动。而观内另一主神——北帝的诞期为农历三月三，街内的七大宗

族在这一天组织北帝巡游，这是黄姚街每年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这一仪式是

完全是按照道教礼仪的方式运作。②不难看出，宝珠观两个神明背后分别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宗教传统，一方面其是佛教的寺庙，而当作为地方民众庆典仪式的表

演场所时，其遵循的是帝国时期正统的官方礼仪。囿于材料所限，我们不能清楚

知道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但根据清代宝珠观重修时的碑文，我们猜测，宝珠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 2。 
② 根据梁有钻等数位老人口述综合整理而成。 



 

 

观极有可能在万历之前已经存在，但其只是一座佛教庙宇。明清变革之际，随着

大量客人到此经商，随后在此建立北帝信仰。 

黄姚街五祠指现存的安乐祠、兴宁祠、见龙祠、佐龙祠与福德祠。①每祠分

属不同的街道，各有自己的醮会，醮会由其所辖街内的民众组成。每遇大事，各

祠便会打醮祈福，同时亦会邀他祠的神明或土地前往。在祭祀的仪式上，我们可

以清晰分辨出“祠”背后所体现出的是黄姚社区内的空间格局。需要指出的是，

在建筑的风格上，安乐祠与其它四祠有着明显的差异。安乐祠祀明代千户李道清，

建筑为庙宇结构，而其它四祠的建筑结构为有背墙的亭子。在祭祀仪式的对象上，

安乐祠、兴宁庙又与其他三祠存在明显的差异。兴宁庙祀真武北帝，其余均祀土

地。从规格及各祠现存的碑文看，五祠应由由社演变而来。②从祭祀的对象上看，

安乐祠与兴宁庙显示出了与其他三祠之间的微妙差异。兴宁庙在五祠之中的地位

最高。五祠现存有十数通碑文。在这些碑文之中，以安乐祠的碑文时间最早，分

别为顺治十年与康熙四十三年的。 

事实上，黄姚街的祭祀系统十分复杂，涉及的问题相当多，此处无法一一细

述。本文只是根据讨论所涉内容，以宝珠观与安乐祠为线索展开论述。 

                  二、府江僮乱与昭平设县 

讨论明清时期的黄姚社会，必先要对其所属之昭平县建置有一了解。昭平设

县于万历元年（1573），其直接原因为隆庆间的府江僮乱。嘉靖年间，明政府平

定大藤峡瑶乱后，遂将政治焦点转移至桂东地区的府江流域。府江为粤西至湘南

的重要盐道，政府希望透过打通府江盐道以解决军事财政问题。控制航道首要之

务乃是将沿岸“瑶僮”纳入版籍。隆庆初年，广西政府平定桂北地区的“古田僮

乱”，取得了对府江北段区域的控制。③之后，打通府江中段平乐府城至梧州府城

之间航道，控制这一区域就显得尤为迫切。对此，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张翀在《平

府江大功碑》中有清楚的表述： 

唯府江猺獞当全省襟㗋之会，由正徳已卯以迄于今㡬六十年矣！其间负固阻

                                                        
① 另有水口、大圣、福庆等祠，现已毁。 
② 如见龙祠《道光十年祠亭碑记》如是写道：“礼记云：‘先王立社必祭尊为土神。以其地能载万物，有功

于民，所以神明乎，地道之大示不□本也，而德福土神均同功焉。’本坊有社与土主，创在明代。廼各姓先

人自东徂西择□□所，而创业者其安居之后有曰：“同人□，□可无众家香火乎？”诸父老曰：‘然。’”，碑

存黄姚新兴街见龙祠。 
③ 参见拙文：《“古田僮乱”与府江地域社会变迁》，《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年第 2 期。 



 

 

塞，劫掠占据，使一州五县之内，行旅官民，田粮府库，受害有不可胜言者，虽

仁人慈士，犹且奋臂，况以豪杰之才，总文武之寄者哉！① 

隆庆六年（1572），朝廷命“李锡以征蛮将军代俞大猷镇广西平乐”②。军事

行动很快取得胜利。随后，郭应聘上疏朝廷，议善后之策。郭应聘在《府江善后

疏》中讨论的焦点是如何控制府江流域的僮人、瑶人。众策之中，郭应聘认为最

当务之急乃是设立土司，用土司制度驾驭僮人： 

一曰改设土司。夫欲弭盗，原先据要害。今荔浦之峰门、南源，修仁之

丽壁市，永安之古眉各巡检司，皆久没于贼，宜悉革罢，易为土司……土司

于兵领中择有才勇者，充其职事，俾世守焉！其不効者更置之。③ 

上引材料所提及的土司，事实上包括两个来源：一是从他处征调前往府江流

域镇压僮乱的土司，二是当地率先归附朝廷的僮酋。④在此基础上，朝廷将土地

分给土司，“拨令立土司，募兵领种”。⑤因此，“改设土司”构成了昭平地区在万

历以后社会变迁的起点。同时，为防止土司反复无常，明政府“更设参将”，“以

整齐约束重示弹压也”⑥。这一政治措施实际上与明政府以往在广西其它地区推

广的土司制度有很大的差异。⑦新设土司在军事上受到了明政府的强力弹压，更

多只是承担募兵佃种的职能。由于军事上备受弹压，土司在无力对抗地方政府的

同时，也使其权威在地方政治生活中极容易受到挑战。这一情况对昭平在明清之

际的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为达至弹压土司与驾驭僮人的目的，郭应聘认为还必须创建县制与有效征收

赋税： 

                                                        
① （明）张翀：《平府江大功碑》，（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46，第三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334 页。 
② 嘉庆《广西通志》卷 199《前事略二十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316 页。 
③ （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8，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210 页。 
④ （明）张翀在《平府江大功碑》中写道：“命下之日，公（郭应聘）遂调计兵食，发左右江之卒凡六万人……

贼来迎战者，随戈而倒” ，（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46，第三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35 页。 
⑤ （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8，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210 页。 
⑥ （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8，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210 页。 
⑦ （明）田汝成在《论藤峡府江》中对两江、藤峡等地区的土司如是描述：“至于调发土官，往往方命不受

节制，贼未及平而所过良民已受荼毒”，（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57，第四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24 页。 



 

 

五曰预定县治。府江距苍梧五百里许，中间山谷窈杳，林箐蔽薮，片影

孤帆，行同异域。稽之故牒，唐宋昔设龙平、思勤、马江等数县，后胥为蛮

占没，今昭平即龙平地也。江之西浒，广衍宽平，风气攸聚，宜即其地创一

县治。以平乐之昭平、马江二里、富川之二五都、贺县之招贤乡上下半甲割

而益之，总其赋得三千六百有奇，而仙回诸田税尽以属之。① 

在郭应聘的倡议下，“万历元年（1573），乃议城昭平，设县治理，复添设参将，

开通水路诸道”②，是为昭平建县之始。 

但如果对昭平创县时管辖的地理范围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上引材料所

提到建制的区域，主要在府江沿岸如仙回、昭平、马江三里。这就意味着，在万

历元年设县之初，政府对昭平县的主要控制范围还只是在府江两岸流域，控制的

范围仍然缺乏纵深。而上引文提到从邻县划入的二五都与招贤乡则处于与富川、

贺县交界的昭平县东境。这意味这在二五都、招贤乡与昭平里之间属黄姚盆地的

广阔地区基本不在明政府的控制之内。如果对昭平县的地理状况再作了解，我们

不难发现，这一地区是昭平县境内耕地最多的地方。建县伊始，地方官员考虑最

多的自然是如何扩大版籍以增加税源，因此，耕地最多的黄姚地区自然就是官府

政治的焦点。为此，官府不断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关于攻打黄姚盆地的军事行

动，万恭的《平昭平山寇碑》中有以下的记述： 

（万历）五年正月，克六勒诸巢，斩首四百级，俘贼属牛马器械称是。上

四屯哨参将吴京以偏师十一月攻福村诸巢，克之；攻茅花大梁，又克之；攻

五指岩，又大克之；十二月取铁钉岩，又取水穿诸岩；取黄竹二岩，又取牛

棒岩，取大峝岩，又取白马岩，遂入五指二岩，乗胜又入五指三岩。正月穴

地遂五指老巢，斩首六百级，俘贼属牛马器械称是。余贼悉奔溃四沸。有司

土汉兵俘斩有差。露布以闻。圣心嘉悦，大中丞晋级一级，锡金币，余并加

                                                        
① （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8《奏疏十一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版，第 211 页。 
② 嘉庆《广西通志》卷 199《前事略二十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323 页。 



 

 

升。① 

虽然上引材料没有出现黄姚的具体地名，但如果用乾隆《昭平县志》中提及的地

名②去核对以上地名，我们不难发现，所涉地名均属清代黄姚盆地的宁、文、招、

见龙四里。进攻路线所涉地名显示，官兵由北而南收服黄姚盆地，军事行动的重

点为五指岩“诸巢”③。从巡抚杨芳在《殿粤要纂》中讨论如何打通赋税道路的

情况看④，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成功的。这意味着黄姚盆地在此次军事行动后成

为了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中所提到的黄竹（即篁竹），

是一个离黄姚只有数里之遥的村落。军事行动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官府在行

动以后取得了对黄姚地区的控制。同时，在黄姚街民众的历史记忆中，万历是一

个相当重要的年份。在各种口述资料以及现存的祠观碑刻都认为黄姚街创建于万

历初年。两类文献的互证，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相信黄姚入籍的时间为万历初年。 

              三、 李道清信仰与地域政治秩序 

如果说上一部分讨论的是黄姚街入籍的时间与区域背景，那么这一部分

讨论的则是黄姚街在入籍初期 “改设土司”对其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情况，

我们必须对官府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及府江流域的种落关系作一分析。 

隆庆末年，明政府对府江流域用兵之初，广西兵备佥事茅坤对这一区域

的社会结构与军事策略有以下论述： 

而又以向道不审者，诸猺獞并阻山谷之险，悬崖飞栈，深林茂箐故也。

我师之侦者，既不得入，何以测彼已习向背，而觇缓急，于是别募死士为缉

事军，且令各携善绘事者而入。夜行昼伏，分道深入。至则各图其山川道里

以出，某贼巢为左，某贼巢为右，某巢枕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与某巢相

姻党，当别为行间；某巢与某巢相雠杀，可遗金钱使之相夹击，而其图又恐

逻者之侦及也，以药笔傅之纸，绝无可覩见者，出则又按图别聚沙为山谷状，

不二三月间，而府江所辖诸夷砦，其最狡且险者八十二处，稍次者亦不下百

                                                        
① （明）万恭：《平昭平山寇碑》，（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46，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39

页。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 1。 
③ 五指岩即五指山，在宁化里樊家上屯，乾隆《昭平县志》，卷 2。 
④ 参见（明）杨芳：《殿粤要纂》卷 2《昭平县图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34 页。 



 

 

余处，大略并如掌股间矣！① 

从茅坤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府江流域种类繁杂，酋落众多，而酋落间关系错

杂，或姻党，或雠杀。明政府的军事行动充分地利用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逐

一击破，分化瓦解。万历五年明政府在黄姚盆地内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实质上

是隆庆末年分化策略的延续。在此过程中，被分化并投靠官府的被封为了土司，

而与官府对抗的，则成为史料中所记载的“贼”。这一分化重组的过程实为土司

制度在府江流域以及黄姚盆地构建的社会基础。 

在了解这一因素后，我们再以李道清信仰为中心作一细致考察。前文已述，

安乐寺李道清信仰为街内最重要的信仰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奉祀李道清或与

李道清相关的神明绝不止于黄姚街，如盆地北部的水岩村振都祠亦奉祀李道清。

民国廿三年（1934），昭平县政府重修《昭平县志》，修志者在水岩村搜集到的李

道清故事如下： 

李道清，关区水岩村人。与黎宗远相友善。万历初，匪首黎天龙啸聚党

类于五指山之岩洞，屡为民患。道清与宗远同心协力，集团防剿，历年余始。

勘定之后，嗣念其功，塑像奉祀于振都祠。② 

今日水岩村内所流传的李道清故事与民国县志的记载亦大致相同。这一故事主要

强调三点：一是李道清为当地土著，水岩村人；二是李道清与黎宗远之间的结盟

关系；三是两人共同协助明政府在万历年间击败黎天龙。这一故事凸显的是万历

初年年间在官兵在攻打黄姚盆地过程中不同部落的分化，李道清与黎宗远代表的

是投靠明政府的酋落，而黎天龙代表的是与明政府对抗的酋落。勘定以后，李道

清得到官府褒扬而成为正统神明，而黎天龙则被史书记载为“匪”。根据万历初

年官兵的行军路线及水岩村处于盆地北部的地理位置，其极有可能是官府首先接

触到的酋落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将水岩村的李道清故事与黄姚街的版本作

一对比，便能理解黄姚街如何创立。乾隆《昭平县志》关于黄姚街李道清故事有

以下记述：  

    小营，在宁化里黄姚埠。明末时猺獞猖獗，千户李道清率官兵扎营于此，

                                                        
① （明）茅坤：《府江纪事》，（清）汪森：《粤西文载》卷 35，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9 页。 
② 民国《昭平县志》卷 5，《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37 页。 



 

 

至今壁垒由依稀可见也。① 

材料中的黄姚埠即黄姚街。这段写于清乾隆的材料强调了以下几点：一、在黄姚

街在明末的时候为兵营；二、李道清为外来的千户，非本地人氏；三、李道清被

奉祀的原因为其平定明末猺獞之乱。与水岩村的故事相比，这一故事的时间记忆

较为模糊，两者并非完全吻合，同时，黄姚街故事重点强调的是李道清平乱与创

建黄姚的事迹，而不在于与其他酋落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乾隆《昭平县志》的

修志者，即当时的县令陆焞在序言宣称所载故事均采集于地方乡绅耆老，而黄姚

街的诸姓乡绅亦在协修者之列。②这就是说，乾隆县志中所载的这段材料实为乾

隆年间黄姚街内乡绅的声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黄姚街在材料中被称作“埠”，

显示了乾隆年间黄姚街因商业的发展而成为了市场中心地。这一细节提示我们，

李道清故事极有可能在清初因社会的变革而发生了改变。而民国《昭平县志》对

于黄姚街安乐祠李道清的故事又有以下的记述： 

      安乐寺  在黄姚街中，清顺治间建。先是猺獞猖獗，千户李道清等率官兵

讨平之，遂立此祠，故名安乐。③ 

民国县志的版本大体上与乾隆县志的版本无异，都强调李道清平定猺獞之乱及创

建黄姚的事迹，但不同的是，原本明末的时间表述变为顺治年间。现今黄姚街的

民众亦认为“李道清是顺治年间的将军，时地方动乱，其率兵平定黄姚，民众从

此安居乐业，至于李道清是何方人氏，则无从考究”。④换而言之，现在流传于黄

姚街的版本大体与民国县志记载的版本大体相同。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李道清

作为黄姚街民众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与黄姚街的创立及其在清代的变革紧密相

连。 

但如果我们暂且将黄姚街故事在清代的变迁放在一边，暂且不考虑其在清代

的变化，而是试图把握其与万历初年黄姚盆地的社会变革之关系，考究黄姚街与

水岩村的李道清故事的差异与联系就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水岩村强调李道清是

该村的人士，而黄姚街则认为李道清是外来的千户（民众称其为李将军），同时

有意无意地将李道清的籍贯隐去。在李道清的籍贯问题上，两地版本之间并不存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 2。 
② 乾隆《昭平县志》，《姓氏》。 
③ 民国《昭平县志》卷 2，《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2 页。 
④ 根据黄姚街梁有钻老人口述整理而成。 



 

 

在矛盾。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黄姚街创建的合法性来源于外部。另外，上文

已分析，李道清代表的是被官府立为土司的酋落。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判断，黄

姚街奉祀李道清实为万历五年的军事行动的结果。官府由北而南收复黄姚盆地的

过程中，盆地北边的酋落透过与官府的合作，取得了对黄姚街的控制，进而将李

道清信仰移植至此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距黄姚街不远的篁竹在当时亦属李道清势力影响的

范围。在前引材料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李道清在协助官府平定黎天龙匪

乱的过程中得到了黎宗远的协助。而关于黎宗远其人，乾隆《昭平县志》中又以

下记载： 

黎宗远，关区篁竹村人，痒生。嗜文学，谙兵法。道清器重之，与之订

金兰。道清剿灭黎天龙，宗远有运筹之功，宜处乎得配享于冯都庙。① 

显然，李道清故事在凝化里许多村落的信仰系统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

神明及地方权威的正统性、合法性均与李道清有密切关系。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揭

示了在黄姚地区在万历军事行动以后推行土司制度的情况。 

因此，黄姚街创立之初直接源于万历五年的军事行动与地方社会的分治。官

府依靠李道清等酋落的帮助取得了对盆地军事行动的胜利。军事行动结束以后，

为驾驭僮人，官府在包括黄姚在内的诸多要冲之地设立军营，改设土司。黄姚因

隶属李道清土司而奉祀李道清。盆地内流传不同版本李道清故事与传说的背后，

隐喻的是万历年间改设土司以后的政治格局。 

                     四、明末清初：田产与社会变革 

在讨论黄姚街在万历的建置背景及其体现的区域秩序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讨

论黄姚街民众入籍的情况及其土地制度。上文已述，官府征讨黄姚盆地的目的在

于昭平设县后需将更多的民众纳入版籍以获得充足的赋税。因此，“改设土司”

的核心在于如何招抚僮人以及如何向其征收赋税。关于对黄姚盆地赋税的征收，

万历年间广西巡抚杨芳在《殿粤要纂》中如是写道： 

由马鞍山、度米岭(即接米岭)以达思懃江，乃排民输赋至县城必经者，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 7。 



 

 

其岭道巑岏，极目窅翳，不可以无备也。① 

显然，设县以后，官府力图打通盆地往西通往县城的道路以确其对盆地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位于黄姚盆地西出孔道上的马鞍山、接米岭，其地理位置在明清

两代一直因官府征收盆地赋税而重要。如民国《昭平县志》有以下描述： 

马鞍山 在黄姚街北绵亘数百里岭南为宁化里，岭北则上五都。 

接米岭 离县治近百余里，高数千仞，羊肠鸟道。尤险者曰马头，曰石硖，

陡峭壁立，径路几绝。猺獞凭为渊薮，后文化、宁化、招贤诸里赴县输租，水

陆纡回，途远数倍。钱兆沣捐俸开凿，化险为夷，往来便之。② 

由明而清，此路的数次重修亦正体现了黄姚盆地社会秩序的变动。从杨芳对马鞍

山、接米岭的论述不难看出，万历大征以后，官府力图透过控制道路以确立这一

地区的版籍。而控制赋税最重要的措施乃是改设土司过程中的“清理田产”。《万

历武功录》对此有以下记载：     

万历元年（1573），题准广西清出猺獞占据田土。除平乐、荔浦、永安

原系民田，拨还耕种，办纳赋役外，其余俱拨令立土司，募兵领种，每兵给

田十亩，其大小头目酌量加添，三年后方行升科，每亩止征米三升，一应差

役悉行。③ 

从上引材料不难看出，昭平境内的田地产权在万历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

变动围绕着四类人展开的：一是占田的“猺獞”；二是原有户籍之民；三是承领

土地的土司；四是领种耕地的军户。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土司与军户的关系。

地方社会上原先的很多大小头人在军事平定的过程中被官府立为土司并开始募

兵耕种。材料中所提及“募兵领种”的情况向我们暗示了这些军户并非异地征调

而来，而极有可能是土司确立统治以后在当地招募的瑶人、僮人。官府在这一地

区确立版籍的主要手段为将瑶人、僮人变为军户。 

在了解这一背景后，我们不难把握黄姚街创建之初的居民来源。前文已述，

                                                        
① （明）杨芳：《殿粤要纂》卷 2《昭平县图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34 页。 
② 民国《昭平县志》卷 7，《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94 页。 
③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2《广西》，《中国野史集成》第 26 册，巴蜀书社，2000 年版， 第 176

页。 



 

 

黄姚街内现有七大宗族八大姓氏，根据其祖先故事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明末因平定寇乱从广东迁徙而至；二是清初因经商从广东迁徙至此。①前一

类居民如吴姓、麦姓、莫姓的汴雄公支、绍举公支等，后一类居民如郭姓、古姓

的天佑公支，莫姓的鼎元公支等。讲述自己祖先因平寇而定居此地的民众实际上

就是黄姚开创之初的军户。如《麦氏族谱》中关于其先祖源流的叙述如下： 

我始祖世居南京苏州，当奉调由南入粤剿平余寇。隋（随）征后代竟分

居于南海、东莞、顺德各县立籍。未久，西江流域及四川等地苗寇作乱，必

华公奉调四川，必达公出发西江，复回西江立籍。纪传等四代其中，散聚亦

难详解。传至智德公，籍在东隅头，又传至应海公，以后林运公，由下帅而

至贺县、桂岭，在必龙州中至□洞，后至鸭窝②立籍。今恐怕年湮代远，后世

子孙考序无征，以是立成斯谱，得以继而犯之，无失其真。自今以后，见本

之根，见水之源，世系分明，井然不齐。读谱者尊祖敬宗，远者而近之，散

者会聚之。序亲疏别长幼，思义之隆，礼法之盛，三代忠厚之遗，志庶其复

兴子我麦氏之门弟。仁人孝子用心□后代之孙，昌识胜前人之称。盛开增修

斯谱，亦当文献之征也。吾始祖姓岑名宿世籍金陵苏州人也，韬略过人，智

勇兼全，能举鼎日行五百里，精通武艺善用铁棒，故名铁杖也。当年隋皇文

帝诏至藩下，调兵亲至百越交趾，杀服黎夷各献图兴归顺统一，始建广州为

粤东省。然岑更为麦姓者，因我始祖隋（随）征平越时，缺粮饷，乃采麦接

济，得立功臣，隋文帝钦赐麦姓，并功封宿国公为奕世，立功封爵，人安物

阜繁忠臣孝子，世世相承也。③ 

需要指出的是，族谱记述的迁居时间与街内民众的表述（包括麦姓本身）存在着

一定的差异，街内居民一致认为麦姓居民为明末迁居至此。而《吴氏族谱》对其

                                                        
① 综述黄姚街八姓族谱而成。 
② 笔者猜测，此处提及的鸭窝为乾隆《昭平县志》(卷 )中提及隶属于土龙松柏营巡检司的鸭公营。 
③ 黄姚《麦氏族谱》，手抄本。 



 

 

因平乱而迁居的故事表述更为清晰： 

明万历年间，粤西昭平之北陀移民梗化，上命陈龙崖率师剿之。事平招

良民承垦。我麒麟公奉叔祖命选北陀可安。① 

将以上两个故事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结构的相似性，其讲述的都是麦、吴

两姓祖先如何开户立籍的故事。在其祖先来源上，均与平定贼寇密切联系。这两

段材料从历史记忆的层面向我们揭示了这些民众的军户身份。因此，黄姚街最早

的居民来源实为领地耕种的军户。万历确立版籍以后，各种史料均使用“民”、

“僮”来标识黄姚盆地乃至昭平境内不同人群的身份。此类问题的标识实际上是

建立在户籍的基础上：有户之民与无籍之徒。 

囿于材料的散佚，我们无法得知黄姚街的军户在入籍之初领种及其与僮人

关系的具体情况。但万历中叶以后，在昭平县的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持续数十年且

影响深远的民僮田产争夺案。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对这一时期的田产状况以及民僮

关系做一了解。田产案发生的原因，与土司募兵耕种有着密切的联系。②万历末

年的昭平县令柯寿恺在其修撰的《昭平县志》中有记录了以下一个案例： 

黄姜水村有僮人王朝章者，先附吴天恩户下纳粮，续告出户自纳，（吴

天恩）不知王朝章原实有獞田者也，乃獞奸。韦公信欲援为例，纠合群蛮将

所佃三排民田认为己产，陈告立户办粮。不知万历廿六年大征之后，已奉抚

按履亩踏勘，民田还民，獞田还獞，册籍炳据，而三排实系民田，且各有獞

人租契可查，并建县时黄册昭然，则獞人之占民田了然矣。乃前任署知府不

知何故，断应纳钱粮民獞各纳一年，而更以凌轹等字加杖良民，于是奸人得

志，告扰不休矣。况奸讼一年则赚一年之租，攘为己有，近闻獞奸讼谋民田，

投献藩邸及假造石碑埋藏地下。若今不扑灭，假令通县獞人效尤，则昭无民

田矣!通省僮人效尤，则粤无民田矣!谁实质成而贻祸至此极耶？！节略。③ 

                                                        
① 黄姚《吴氏家谱》，油印本，第 10 页。 
② 详细请参见拙文：《开户立籍与田产之争——以明清时期黄姚社会变迁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 年第

三期。 
③ （明）柯寿恺：《夷情志》，见民国《昭平县志》卷 7，《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94 页。 



 

 

上引材料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僮人被招抚的一些细节。许多僮人将自身的田产附至

有户之人的名下，以此方式纳粮交税。而有户之人，实质上就是上文提及的土司

或军户。在这一机制下，僮人向“民户”交纳租钱，而“民户”则代僮人向政府

交纳赋税。在这“合作”模式中，僮人借“民户”之名获得了合法身份，而“民

户”则获得了经济利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大征以后，地方社会仍存在着

大量没有入籍的僮人，而官府则希望借助土司、军户招抚僮人。但这一制度实际

上是推行了很短的时间，万历中期以后，这一制度渐趋于崩溃，实际占有田产的

僮人实拒绝向名义上占有田产的“民户”交纳租赋。在此情况下，县令柯寿恺的

前任再断“民田”，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各纳一年钱粮，这实质是认定

“民户”与僮人各拥有一半的产权。这一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田产归属

的纠纷，僮人与“民户”均希望完全占有田产，由是发生了万历末年的田产纠纷。

这样的案例在明末的昭平县并非偶然事件，崇祯年间甚至还出现“民户” 与僮

人将官司打至朝廷，最后由崇祯皇帝断决的案件。①僮人与民户的矛盾，实质上

是土司、军户与无籍之徒在帝国版图确立过程中的矛盾。 

如果对这个案件再作深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万历以后昭平县土司制度构建

中存在的更深层问题。在大量僮人没有被整合至王朝权力体系的前提下，矛盾重

重的田产案件所折射出的是官府与土司对地方社会控制的乏力与社会秩序的混

乱。没有入籍的僮人因仍然控制着大量的田产。明帝国崩溃以后，这些纠纷以何

种方式解决，在正史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不难推断，激

烈的纠纷意味着地方上拥有许多田产但没有户籍的豪强具备了与拥有户籍的土

司、军户对抗的实力。而大明帝国的坍塌，使用土司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也就

不能在名义上再对僮人的田产拥有所有权。土司制度崩溃以后，地方社会重新陷

入到自治的状态。 

在这一时期的田产纠纷案中，虽然没有相关史料让我们可以直接把握到黄

姚街的情况，但安乐祠现存一块署年天运祭巳年（顺治十年 1653）的题名碑刻

却可以让我们多少窥视到明末清初的土司制度瓦解以后黄姚街的一些情况。兹抄

录全文如下： 

各姓安居集福门内，始免危难。惟是沧桑世变，势非易卜。用集各百姓

                                                        
① 该案细节可参见乾隆《昭平县志》卷 7。 



 

 

耆老公同议定，所有前人永远掌管伙食、山场五处。概九甲内樵牧山场系各

百姓子孙世守，诚恐土客杂处，日久湮没，无所考□，用泐诸石，以垂永久

云。 

计开 

黄姚九甲山场出各恕列 

石阑口 道洞龙冲 绿叶冲 山塘冲 山巢冲 

耆老 

古郭镇 梁云 伍苍碧 劳兴佐 宋贵寅 梁仕通 邓九锡 伍林绍 伍君厚 古

国邑 邹思保 陈悦亭 孟万贵 伍苍生   等仝刊 

天运祭巳年冬月吉旦同议于集福门① 

从碑文的内容看，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从碑刻修撰的时间看，顺治十年

正是府江流域地区 “不明不清”、社会动荡的时期，署年天运亦印证了地方正统

权威的缺失。②其次，从碑刻修撰的目的看，其主要记载顺治年间街内民众在担

心在土客混杂的情况下以祖先的名义控制山场和田产。第二，从控产情况看，黄

姚街此时为黄姚里，里有九甲，九甲只拥有五处山场。如果将其与乾隆以后黄姚

街内的豪族相比，这一田产数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此乃碑文表面所揭示的内容，

但倘若将该文结合明末府江流域的历史背景展开分析，其蕴含的历史内涵更为丰

富，其实质向我们揭示了土司制度崩溃以后地方社会的情形。首先，文中虽然没

有提及到僮人，但却从另外一方面暗示我们，在不存在入籍问题的前提下，民僮

矛盾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僮人极有可能已经重新确立了其对原有田产的控制。此

外，前文中已述，黄姚街军户原属水岩村土司管治，其对田产控制的合法性来源

于土司制度。明帝国瓦解以后，在土司无力控制地方社会的前提下，许多军户只

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透过祖先等文化符号的创造与运用以实现对田产的控制，而

这一情况又与明清鼎革之际大量客人、流民进入到这一地区耕作有密切关系。同

时，此碑亦告诉我们黄姚街内的民众此时势力并不强大的事实。 

                                                        
①  碑存于黄姚街安乐祠外墙。 
②  笔者猜测，昭平地区在此时期应当属李定国的控制范围。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万历至清初，黄姚社会经历了从土司制度构建到瓦

解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黄姚街民众以军户的身份入籍并获得土地。而在整个

昭平县的境内，官府希望透过土司、军户招抚僮人，但土司制度的缺陷，使这样

招抚导致了地方社会因田产出现混乱。明帝国崩溃以后，地方由此进入到自治的

状态，黄姚街民众亦只能透过各种方式控制自身田产。而此时大量客人开始进入

至当地，又成为了黄姚及昭平社会变革另一个新的变量。 

                  五、康熙入籍与宝珠观控制权的转移 

清政府对昭平地区的统治大约建立于康熙三十年（1691）①。此后，在重新

确立版籍的过程中，地方文化随着权力秩序的变动而不断发生改变，这一变动过

程至乾隆中叶基本完成。 

康熙中后期，官府确立版籍之初，开始重新修通盆地经接米岭、马鞍山至

县城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盆地内一些有地位的乡绅亦积极协修。如乾隆《昭

平县志》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黎中和，宁化里廪贡，任太平学博。当钱邑侯开接米岭时，中和赞助之

功不少，生平好经史，尤工音律。训导太平极得诸生心，后以老辞职士子赋

十怀诗以道依恋之情。② 

材料中提及的黎中和为宁化里黄竹人③，而钱邑侯即康熙五十八年的知县钱兆沣。

关于钱兆沣的事迹，《昭平县志》有如下记载： 

钱兆沣，浙江长兴贡生，康熙五十八年任。凡城池公署祠宇修废，举堕

身任其劳有捐俸开凿接米岭险道三十余里成坦途文宁招三里输将甚便。士民

颂之，并于附城及黄姚、英家设立社学。④ 

以上两段材料揭示了康熙末年黄姚地区的权力格局。黎中和积极参与官府赋役征

收的事务，主动协助开通了接米岭赋道，表明了其经济实力及在盆地内的地位。

协修道路实质是黎中和等乡绅需要借助官府的支持以维护其地位，同时官府亦需

要此类乡绅协助征收赋税。我们或许可以猜测，黎姓是黄姚盆地内最早参加科举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 8。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 7。 
③ 黄竹《黎氏族谱》，手抄本。 
④ 乾隆《昭平县志》，卷 7。 



 

 

考试的家族之一，而其考试的目的又是与版籍的确立紧紧联系在一起。 

直至乾隆初年，黄竹黎姓在黄姚一带仍让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其已为领

导地位已逐步为黄姚街内日渐崛起的乡绅所取代。对此，我们可以考察宝珠观的

变动情况。前文已述，宝珠观为黄姚地区的信仰中心，其控制权的变动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黄姚地区权力秩序的变革。自万历至清，官府与地方精英数次联合重

修该观。昭平县正堂周正培在嘉庆十七年（1812）的《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

准提阁》中如记述嘉庆以前的数次重修： 

宝珠观，在昭邑城东北之黄姚街。自前朝万历年间，越乱既久，渐就倾颓。

迨本朝康熙五十年，左近居民兴意重修，鸠工庇材，群起而力成之众盛举也。

① 

从上文中可知，宝珠观建于万历年间，并在康熙五十年、嘉庆十七年、重修。此

处有几点须加留意：首先，宝珠观兴建于万历初年，与明帝国在盆地建立统治的

时间基本吻合；其次，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之际，宝珠观“渐就倾颓”；其三，

宝珠观重建于康熙五十八年，正值清王朝控制昭平不久。宝珠观与帝国时间的大

致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宝珠观在区域范围内的正统地位。 

宝珠观内现存最早的碑文为乾隆十三年（1748）的《重修宝珠观碑》。此碑

原来有无重修碑文已无法考证，但所有捐款人的题名仍保存完好。兹抄录全部如

下：  

重修宝珠观碑 

缘首 孟时英 举人黎兰光 助银壹两 

信生 黎绵光 七钱 

信士 孟德济 □钱 

孟时明 五钱 

陆国升 四钱 

信士 梁儒惠 三钱 

                                                        

① 《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准提阁》，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信生）黎焕 三钱 

     潘成宗 三钱 

     黎干忠 三钱 

     邓以梧 三钱 

信士 冯张天 三钱 

     成大任 三钱 

     周士騧 二钱 

     董元正 二钱 

     董元棋 二钱 

信士 李广朝 潘能□ 梁李魁 黄秀文 梁彩高 

     各助银二钱 

信士 □君立 二钱 

     梁修清 二钱 

     陈过乡 二钱 

     覃寄安 二钱 

     朱勤叶 二钱 

缘首 梁可祚 男元荣 魁荣 共银六两九钱正 

缘首 严国谦 

     从缘募化信士张朝统交助资钱二千二百五十六文 

信士 李子瑞 二两 

     陈禹统 五钱 

信生 莫则予 陈禹纪 



 

 

信士 钱金字 梁秉华 宋经彬 

     各助银三钱正 

信士 梁天柱 二钱正 

     陈麟祥 欧阳□珠 苏瑞宁 莫侍□ 李维本 

各助银一钱 

信士 黎振都 二钱 

     黎金俊 二钱  

     黄题裔 唐义明 唐义睿 陈国圣  

     各一钱五分 

信士 张舒华一钱五分 

     周昌瑞 冯昌议 苏道魁 许汝求 岑宪乐 梁超衡 

     各助银一钱正 

信士 梁超术 梁超德 黄□□ 

     各银一钱 

本观主持憎耀光、慧正师徒普照 

乾隆十三年戊辰岁秋谷日立① 

碑中的捐款人数不多但较杂，缘首之一为黄竹人黎兰光。②由此可见，至乾隆前

期，黄竹黎姓在这一地区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但若再注意到题名中的其

他捐款人，我们发现了黄姚地区此时出现了一些变化。黄姚街内的民众如梁可祚、

梁李魁、莫则予③等人亦在捐款之列，并且有着较高的地位。这一碑刻微妙地揭

示了街内民众开始进入宝珠观的权力核心，宁、文、招三里权力格局变动的过程。

对此，我们在讨论宝珠观必须要考虑到，其现存最早的碑刻是乾隆十三年，之前

                                                        
① 《重修宝珠观碑》，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② 黄竹《黎氏族谱》，手抄本。 
③
 黄姚《梁氏族谱》，手抄本。 



 

 

的碑刻为何没有被保存下来？在考虑到乾隆中期以后宝珠观一直为黄姚街乡绅

控制的因素，我们或者可以反过来推断，这一碑刻是黄姚街民众开始借助宝珠观

介入及控制黄姚地区公共事务的开始，之前的碑刻没有保存下来的原因在于彼时

的宝珠观并非由街内乡绅控制。因此，乾隆十三年碑刻在反映宝珠观控制权变动

的同时，亦揭示了黄姚地区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早期社会权力秩序的变动。 

乾隆以后，宝珠观的控制权逐步落入至黄姚街内乡绅手中。乾隆以后的数次

重修，捐款均以黄姚街内居民为主，而临近居民为次。①此后，街内乡绅不断以

捐赠祀田为手段以维护其对观的控制。观内现存有大量祀田碑记，兹举一例以作

说明： 

窃惟  寺观鸟革□飞，祥映三千法界；登明香馥，恩敷亿万生灵。兹当

庙宇落成，祀田犹少，诚恐松膏不继，云堂乏出。焕之仪安得桂魄？常感福

地尽琉璃之境，爰是信士莫启祥偕继室李氏、妾覃氏、男瑫旬发善心，将躬

下买受断业田用价一十三千五百文正，系文化里六排周正户官田二亩五分，

上官粮银二钱五分正，土名座落见肚垅边处田一坵，共三坵，已经投税炳据，

敬入宝珠观。主持僧递年收租纳粮，永远供奉香灯。每月朔诣  观拜佛，参 神

庶。  紫竹林中佛士之日轮永照  大雄殿上金容之满常辉。朗徹三乘，福庇

一家。謹镌石以志不朽。是为记。 

                             嘉庆十九年暮春三月谷旦立② 

此碑为莫启祥向宝珠观捐赠祀田的碑刻。值得注意的是，莫启祥捐赠的田产

位于文化里，表明其田产分布范围相当宽。正是由于街内乡绅不断向宝珠观捐赠

祀田，宝珠观的经济实力日趋雄厚，从清中期至民国阶段，宝珠观一直因其拥有

大量祀田而成为了昭平境内府江西岸的第一大观。 

六、神明、科举与大族的兴起 

在了解到宝珠观所体现出的社会秩序变动后，我们不妨再将眼光转回到黄

                                                        
①
 此情形在现存于观内的《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准提阁》、《光绪二十年甲午重修宝珠观壁背并通宝珠

山碑》等碑的捐款名列中有清晰体现。 
② 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姚街内，讨论其街内社区在这一时期如何变动。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黄姚街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客人的进入并导致了社区人群构成的改变；

二、大族崛起由此文风蔚然，黄姚街成为了盆地内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这一变化过程首先体现在安乐祠及李道清故事的改变。安乐祠现存有一通

康熙四十三年《重修安乐祠碑记》。兹摘抄部分碑文如下： 

重修安乐祠碑记 

尝谓人生斯世，何事为先？有德宜积，有福当修。古今□相□门……

（中缺数字）辟土以来，创立黄姚，即立斯庙，名之曰安乐。美哉！是

祠今见历年久远，内外颓坏。众沐  神恩浩大。诸乡奋然兴思，重修竖

造，一人□念，各各咸从，化动善信，无不欣欣喜而乐助者也。兹者修

饰华彩焕光。神灵益加显赫，则士农工商人人锡之厚禄厚福矣。迄今工

完业就，顶戴威灵，铭刻资财，永垂不朽□典于万万年矣。是以为序。 

缘首 

吴正星  孟元春  周际昌  孟魁春  邓柏荣   李荣春  会首林文修                                     

各一两六钱 

会首 

黄朝彦 吴嘉茂 马瑞阎 古必凤 劳朝客      各五钱 

信生 

苏元睿                                   四钱 

孟先春  吴嘉兆                           三钱 

信士 

劳祥机                                   三钱三 

吴京昌   李黄孙                          三钱 



 

 

……（下略）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岁中，冬月二十日谷旦立① 

将此碑与前面提到的天运年碑文作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黄姚街从顺治十年至康

熙四十三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街内公共权力的中心，其实不再仅仅是由土

人集资兴修，而是“士农工商”集资修建，街内民众的构成生了重大变化。如果

将此碑与天运年间的碑以及乾隆以后的碑文作对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乾

隆以后的姓氏构成基本与今日情形基本相同，天运碑中则与现今情形有较大差

异，而康熙碑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其展现了街内民众从康熙至乾隆年间一直处

于变动之中。清以后，华南地区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区域经济，而区域经济

又促使了市场体系的重整，黄姚街从村落逐步变为市场中心地。市场格局的变动

对黄姚街社会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过程中，大量客人沿西江溯江而上，聚集

在市场中心地。乾隆《昭平县志》记载道： 

昭平僻居偏隅，猺獞杂处。地当冲要，土客丛杂。② 

从上引材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府江中游地区在清代以后社会构成所出现的变

化。而黄姚街的乡绅林作楫在论及宁化里时更是明确指出： 

宁化里民僮杂处，僮为土著，余皆来自粤东。③ 

这些从粤东迁徙至凝化里的客人即主要聚集在黄姚街。至康熙后期，这些客人在

地方社会的经济实力开始不断上升并向安乐祠捐钱，由此逐渐改变了安乐祠的性

质。安乐祠的功能不再是划分土、客身份，而在于肯定顺治至康熙四十三年黄姚

街社区变动的结果。今天黄姚街内民众对于自身的空间有两种称谓：“寨”和“街”。

这两种称谓实际上很微妙地揭示了黄姚街从明而清空间性质的改变。在了解到黄

姚街其它祠观在明末至康熙中期之前都处于倾颓状态的前提下④，我们不难明白，

安乐祠是这一时期整个黄姚街公共权力中心，其实质上起到了整合土民与客人的

功能。再从题名情况看，安乐祠已经拥有了自身的组织——“会”，而会首正是

乾隆年间协助陆焞纂修县志的举人林作楫的先人林文修。客人向安乐祠捐款的原

因，笔者猜测可能与入籍有着密切的联系。 

                                                        
① 《重修安乐祠碑记》，碑存黄姚街安乐祠内。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 4。 
③ 乾隆《昭平县志》卷 4。 
④ 黄姚各祠观的清代重修碑文中均有明清鼎革之际倾颓的记载。 



 

 

在安乐祠改变的同时，李道清的信仰也开始发生改变。文章第三部分已提

到，乾隆年间黄姚街乡绅在讲述李道清故事时，已经没有了万历的背景，李道清

变成了在清初社会动荡情况下平定地方的千户。这一故事实际上非常明显地具有

虚构色彩。昭平地方是到康熙三十年才归入清政府的统治。就是说，在这一时期

内，不可能有千户一职的称谓。对于李道清故事变化的原因我们并不难把握，黄

姚街民众将李道清土司身份隐去及将其变为顺治时期的人，表明黄姚街在政治上

不再从属于水岩村的土司。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时间点存在于社区记忆之中，是

黄姚街居民构成改变后对文化的重新表述。 

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这一故事被写进了乾隆的县志。翻阅乾隆《昭

平县志》的序，我们不难发现，时陆焞到任昭平知县不久，即在昭平各乡里的乡

绅的协助下重修《昭平县志》。参修乡绅都为当时各里的名门望族，其不但捐款

资助，更是乐于提供典故旧闻。其中陆焞亦向黄姚街乡绅林作楫等人采集了许多

故事。①显然，街其内乡绅望族在这一时期透过与官府配合修志，牢牢掌握了地

方社会的文化话语权。从万历到清初的表述，表明了街内乡绅在崛起的过程中力

图透过文化的再表述以确立自身在地方社会的领导地位。 

黄姚街乡绅协修县志，是其积极投入到科举制度的结果。康熙四十三年的

安乐祠重修碑文没有记载会首林文修拥有功名，但至林作楫的父亲林廷干，已开

始拥有功名。乾隆《昭平县志》如下记载： 

      林廷干，廪生，宁化里人。博学，能文章，尤工音韵，为诸生试，辄冠军。

生平好诱掖后进，时宁文招三里人鲜知学，干振臂疾呼而士之，出其门者皆

彬彬有文雅风，旧俗为之一变。穿岩，讲学处也。② 

文中提到的穿岩，即樟木林的读书岩。显然，林廷干已经开始积极地透过在各乡

里讲学，提高自身在地方社会上的地位。至乾隆二十年左右，其儿子林作楫更是

成为了在地方社会上颇有名望的乡绅。林家的崛起与经商有着密切的联系。林家

后人今日在追溯其家族发家史时，仍称是祖先是经商起家。③现在在宝珠观内仍

保存着林作楫为其家族客店题写的“喫口茶”匾。这些不同的材料多少可以告诉

                                                        
① 参见乾隆《昭平县志》，《姓氏》。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 7。 
③ 根据对黄姚街林继松老人的访谈笔记整理。 



 

 

我们，黄姚街在盆地内的市场中心地位是街内乡绅势力崛起的前提，而这些乡绅

极有可能就是在清初到黄姚街经商之人。正是在林作楫时期，黄姚街各姓乡绅的

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并开始控制宝珠观及临近地区。现今宝珠观戏台上林作楫题写

的横匾“可以兴”，清楚表明了其领导的地位。在此背景下，黄姚街内乡绅的势

力开始崛起，首先控制了黄姚街的信仰中心，进而控制宝珠观，取代了黄竹黎氏

成为了黄姚地区的领导力量。 

黄姚街乡绅崛起的情况在乾隆二十四年《昭平县志》修撰的过程中体现得更

淋漓尽致。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知县陆焞在序言中对纂修康熙三十年《昭平县

志》的杨燮大加批评： 

杨志悉抄柯本，不过割裂其条目，离合其章法，增入人物、烈女八、九

条，自己诗歌八、九首而已。更可笑者。凡例八条亦抄柯本，志内一条二十

四冲出户之说，起于当事者误传，遂烦两台道府区处，而本县为之拮据尽心

焉。此盖因僮奸韦公信等侵占民人王承聘等田亩，虽叩阍结案在崇祯二十四

年，而起□在万历二十四年，故有此说。至杨公修志在柯公七十余年之后，

岂又有二十四冲出户之事？！烦本县尽心乎！① 

陆焞在批评杨燮的背后，实质上是否定康熙《昭平县志》中所勾画的社会秩

序。而这一社会秩序的核心，正是围绕着僮人出户之说。到任不久的陆焞在未熟

知当地情况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的判断，恐怕其中原因还是在于协修方志的地方

乡绅。从康熙三十年到乾隆二十四年，昭平地区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异

地到此经商的客人，在获得大量田产、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一方面创建宗族，

构建“广东人”身份，另外一方面则积极投入到科举制度中，与官府建立密切的

联系，以此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并确立自身在地方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地位。至乾隆

二十四年时，他们更是需要透过县志的改写使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合法化。乾隆

县志的最大特点，就是严格区分汉人与僮人之间的差异。如林作楫在其中写道： 

宁化里民獞杂处，民居其二，獞居其一焉。固无猺人与苗人、狼人也。

獞之多者，惟宁化里西以及东西二坪及恩来里九冲则猺獞杂处…而族之分

                                                        
① 乾隆《昭平县志》，《序》。 



 

 

类，有于三月三日具牲醴，供乌米饭，延请师巫红袍执笏以祭神于庙者，名

大獞；而四月八日举者则为小獞……① 

文化的创造与黄姚历史的发展互相呼应，正是基于乡绅对确立其社会地位的需

要。当时黄姚街内捐款的名单除了林作楫外，还有古天祐、劳显绪、梁九贵、黄

廷举、吴润谱等人。②同时，《县志》在提及地方社会时，亦用“诸姓氏族”③来

加以描述。这就是说，今天黄姚街内的大族格局在乾隆二十四年基本形成。需要

指出的是，上面提及的古天祐为黄姚古家的先祖，乾隆《昭平县志》如是记载： 

    古天祐，黄姚人。力学笃行，恬淡人也。少与增城湛甘泉友善，后湛贵

荐于朝廷，力辞。仅叨恩归而终老林泉淡汝也。湛益重之，欲为之建华夏，

固辞弗许，止受一椽，资吟泳而已。湛赠诗词甚多。④ 

材料中所述无疑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但重要的是，古姓在追溯其先祖的事迹时，

是透过标榜古天祐与湛若水的关系以塑造其家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同时，明代

人古天祐的名字出现在捐款中，意味古天祐是户名，文章一开始所提及的古姓中

最强的天佑公支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 

    在清初以后迁居黄姚的客人有莫姓的鼎元公支、古姓的天佑公支、郭姓、林

姓、梁姓。客人的到来，改变了黄姚社区的基本格局。一方面，原先的许多居民，

如伍、宋等姓开始搬离黄姚。而另外留下来的居民，如麦、劳、吴、莫（非鼎元

公支）、古（非天佑公支）则开始重新修谱，追溯他们的祖先为万历平乱迁居至

此，同时入籍考试，创建宗族（除麦姓以外）。因此，乾隆以后的黄姚街，实际

上由两部分居民组成，一是明代平乱后领种的军户，一是清初迁居至此的客人。 

黄姚街内乡绅崛起之后，积极参与乡里的公共事务，不断提升其在乡里的社

会地位。如乾隆五十五年莫家贡生家成在修路碑中如是写道： 

黄姚山环水绕，人烟辐辏，桥梁道路之□缺者，无不修理筑□，惟准提

阁左一路独缺焉未理。虽非羊肠鸟□，然当夏雨淋漓，行者有颠踬之忧。国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 7。 
② 乾隆《昭平县志》，《姓氏》。 
③ 乾隆《昭平县志》卷 4。 
④ 乾隆《昭平县志》，卷 7。 



 

 

学先严有志未逮，适今春为  母上寿，乘歌台、剧梨园以酬戚友。裂锦环顾，

斯路果皆倾侧泥泞，难跨步焉。因  先严有念，不觉慨然陨涕，遂命匠断山

滑，夷险阻。使侧者正，险者平，荡荡乎如由九陌之道、四达之途。虽□蹈

扬鞭阿，□又奚□□焉。□非敢侈言修千万人从往之路，亦以成先人未成之

志也。云尔工竣，敬叙片语以志不忘。 

                         贡生莫家成谨撰 

                         乾隆五十五年 岁次 庚戌 仲春月立① 

从“先严有志未逮”到后人“成先人未成之志”，折射的是莫家崛起后对地方社

会的影响。黄姚街七大家族势力的兴起后，取代了黄竹黎姓，积极参与官府赋役

征收方面的事务。其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在乾隆以后，从宁、文、招三里经接米岭

通往县城道路的修凿，不再是黄竹黎姓捐修，而是由街内各姓乡绅与官府联合倡

修。如《道光乙已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大路碑》中就记载了比林家稍后兴起的

莫氏与官府联合倡修的情况，兹摘抄如下： 

道光乙已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大路碑 

龙平，岩邑也。所属地方多崇山峻岭，其最险而尤著者莫过于土名接米岭，

在邑之东南方，离城百里有奇。其岭绵亘数十里，深谷高崖，羊肠鸟道，车

不得方轨，马不能纵驰纵，杖策优游，犹刻刻凛临深履之虞，而况其为负荷

往返者，且地当孔道，为凝、文、招、见龙二伍各都里赴邑郡趋省城必由之

路。余昔年钦奉简命来宰斯土，因见公亲历险途，目击征夫困苦，行旅艰难。

久欲劝捐修治，以便行人，嗣蒙大府以异最特疏题荐，奉旨入觐，枫宸有志。

未逮后重莅兹土，而岭道险危如故，康庄未辟，岂天险之难平欤？抑亦人工

之未尽也。余极欲平此险途，以稍尽利济之心。适绅士莫霭然等禀请劝捐，

与余同志。但虑工繁费，巨力难支，是以捐廉助，而外与绅民等公议，发

                                                        
①  碑文存于黄姚宝珠观内。 



 

 

薄劝捐。幸所属士民踊跃同心，乐襄善举，或舍仁浆，或馈义粟，有采花酿

蜜之资，集腋成裘之美。当即谕令绅民等公举督理之人，觅工雇匠，相度险

夷，画定绳尺，卜吉兴工，其修治之处始自黄姚马鞍岭以迄，西坪而止，阅

数寒暑而巨功告成。绅民等禀请踏看新路，共庆落成。余公馈命驾往视，但

见从前鸟道羊肠尽辟康庄，可以联骑并驾。斯不独杖策优游者行所无事。即

等不远千里走禀，请余序其巅末，以垂不朽。余既喜绅民等之乐善急公以将

来劝，且喜此岭之易险为夷以万世利微。绅民之请余且不能无言，况远趋禀

请，余不禁有乐乎其言之。是为序。 

诰授奉政大夫现任广西庆远府同知，前知昭平县事徐士珩谨撰 

特授庆远府分府前知昭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徐 捐工舍钱弍百千文正 

例授儒林朗吏部侯选直隶州分州莫蔼然捐工金钱壹百千文正 

痒生莫泰然偕弟坦然捐钱陆拾千文正① 

除了捐修道路以后，黄姚街内的各姓乡绅还透过建立社仓、社学等机构，确立了

其在宁、文、招三里的领导地位。如民国县志记载：   

    查黄姚民设社仓，共积谷三百一十三石二斗五升并无仓廒，系文、宁二

里头人分听系盘查贮，不入奏销。②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材料中所提的黄姚社仓实际上就位于仙山公祠内。③在乾

隆以后所形成的社会格局大体上延续至 20世纪 50年代以后的土改运动。 

                            七、结 语 

将黄姚街置于万历至乾隆年间府江流域社会变迁的脉络下加以观察，我们

看到了一个位处“要冲之地”的社区在从军事平定至商贸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

人群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如何借助相应的文化标签塑造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处理

中国社会史的宗族问题时，研究者并不应满足于将其看作是对国家统治秩序构建

                                                        
① 《道光乙已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大路碑》，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② 民国《昭平县志》卷 2，《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9 页。 
③ 社仓毁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土改运动。 



 

 

下的文化表述，还应进一步辨别同一社区内不同祖先故事之间的差异及其背后所

隐含的地方社会秩序化的历史过程。在黄姚街社区内，所有的大族、乡绅都透过

广东移民故事的表述与分享达到控制周边乡村的目的。但在大族之间，迁徙时间、

来源表述的不同凸显了彼此间权力与地位的差异。黄姚街民众关于万历与清初的

不同移民故事，折射的是明代土民（即军户）与清代客人在明清时期府江流域历

史变革中被标签化与秩序化的过程。府江僮乱后土司制度的构建、清代客人进入

后市场与社会格局的重组，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碎片化地存留于黄姚街内民众的

生活之中。只有历时性地讨论乡村社区的大族格局时，我们才能理解地方性的知

识体系如何包含着累叠的历史文化过程，空间文化格局的纬度又如何凸显出时间

的深度。 

（本文收入吴滔、于薇、谢湜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广东人

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95—233页。） 


